
 

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的效果评估
−兼论体制机制创新助力高质量发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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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仍受到体制机制相对滞后的困扰，加快优化政策体系和发展

环境、着力激发服务业发展新活力已刻不容缓。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文章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

差分法解决选择性偏差与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评估了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

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综合改革有利于促进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且这种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部门显著，而在东北地区、生活服务业部门不明显。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服务业综

合改革通过强化地区创新能力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了服务业集聚发展。进入“十四五”发展新阶段，

应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清理不合理限制条件、构建高效协同监管体系等方式纵深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

同时注重构建适应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的技术创新环境，完善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及激励机制，多

措并举促进我国服务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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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党和政府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以及全面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战略举措。但相对于制造业较早就通过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获得了较高的市场开

放水平而言，我国服务业市场化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服务业体制机制相对滞后的问题仍较突

出，已逐渐成为新时代下制约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夏杰长和倪红福，2016）。尤

其是，部分地区在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方面未注重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来

充分释放其内生改革动力，而仍沿袭过去粗放式刺激方式或政策工具，“大水漫灌”式要素驱动

或投资驱动的迹象较为明显。这将可能会导致服务业空间布局扭曲和资源错配，进而抑制服务

业集聚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减弱其辐射带动作用。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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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强调，要以服务业为重点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持续推进服务领域改革开放，深入开

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破除制约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构建优质高效、布

局优化、竞争力强的服务产业新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深入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

放”“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以此来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现代产

业体系。

梳理文献可知，制度演化对服务业发展格局的影响也是理论界长期关注的议题。现有研究

表明，制度环境演化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以及产业空间布局之间密切相关。良好的制度安排有

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并进一步提升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刘志彪（2008）认为，高

效运转的制度安排能够减少相关的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因而构建与产业集群相匹配的市场

创新制度、管理创新系统及持续的自我完善机制，有助于形成“双轮驱动”的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与之相对的是，欠佳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环境则可能会给产业集聚发展带来消极作用。例

如，有文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或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运用中国行业或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发

现，政府规模的扩大（陈建军等，2009）、地方保护主义的加深（盛龙和陆根尧，2013）以及综合交

易成本与准入门槛的提高（刘奕等，2017）等因素会抑制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阻

碍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

总的来看，现有文献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但由于部分文献使用财政收支占GDP比重、

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比、外资管制放松等间接指标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制度环境的替代指标，

这些指标可能属于某地区宽泛制度环境的某一方面，而无法精准量化国家层面的服务业综合

改革这一“政策集成”及其渐进改革过程所对应的服务业部门的异质性经济效应。虽然也有少

量关于服务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文献，但主要集中在对我国服务业改革试点的现状与经验总结

等定性分析上（夏杰长，2013；姜长云和邱灵，2017；李勇坚，2018；丰晓旭和李勇坚，2020），而关

于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效应及经济后果的定量或实证研究极为匮乏。少数关于服务业改革的

定量研究侧重分析了服务业管制改革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周念利，2014；谢慧和黄建忠，

2015；侯欣裕等，2018），而鲜有立足高质量发展视阈来探讨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对服务业

空间发展布局影响的定量或实证研究。此外，现有文献大多在使用混合截面或面板模型来分析

地区服务业宏观政策或制度环境的影响时，对计量模型内生性问题或变量反向因果关系的重

视不够。可见，采用规范的因果识别策略及能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实证方法来客观评估服务

业体制机制创新或综合改革政策对地方服务业空间发展布局影响的研究领域还有一定的拓展

空间。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多维度分析了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

影响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理论机制，丰富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为服务业综合改革政

策在全国其他地区的深入推广提供了理论依据。理论上，目前学界大多关注宏观经济或制造业

领域的高质量发展，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相对欠缺。相关文献大多从新经济地理框

架出发，探讨规模经济、市场外部经济、交易运输成本、工资收入等因素对制造业产业集群的

影响，而对如何以服务业制度性改革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涉及较少，结合

政策评估方法来识别特定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或综合改革试点政策效果的研究就更为鲜见

了。我国国家和地方的十四五规划的相关政策文件均提出要“深入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但如果枉顾服务业契约密集型行业特性并加以“制度挖潜、创新驱动”，继续沿袭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方式来发展服务业集聚区，则可能会诱发资源空间错配或产业空间融合互动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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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为更好地理解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现象、破解地方服务业集聚发展瓶颈，本文基于新

经济地理学和服务业集聚经济的框架，从体制机制创新视角出发，借助我国2010年服务业综合

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事件，研究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服务业空间布局发展的实

际成效及存在问题，为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第二，较好

地解决了传统计量方法中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大多数实证文献直接采用面板估计或

OLS 估计等“单差分析”来研究服务业集聚发展问题，但如果忽略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可

能会引发内生性问题并造成估计偏误。为此，本文利用准自然实验方法来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来控制试点地区存在的选择性偏差问题，确保样本满足随机性和

同质性，并在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基础上，使用双重差分法（DID）来对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的产

业空间布局优化效应展开实证研究，并对检验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检验。

二、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服务业综合改革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理论是目前解释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理论之一，其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

递增的前提下，强调了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及外部性等因素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对制造业产业集

群的影响（Krugman,1991）。然而，服务业有别于制造业的行业属性，以及本土服务业发展所处

的特定制度转型情境，决定了对我国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研究应将制度演化情境嵌入新经济地

理框架中，进而阐明制度动态变迁与服务业企业选址决策及其区域集聚发展格局之间的内在

关系和机制。事实上，相对于有形的、标准化的、易于运输和存储的工业制成品，服务产品具有

无形性、异质性、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易逝性等“契约依赖”的特点，因而服务业企业的区位

选择更依赖良好的契约制度环境来缓解合同不完备性的弊端及“敲竹杠”问题，从而帮助企业

降低交易成本、获得递增报酬，进而塑造服务业空间发展格局，构筑服务业地区竞争优势。

从我国产业发展的实践出发，要分析契约制度环境对服务业部门的影响需要立足制度转

型的演化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动市场化改革及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心落在工

业领域，而对服务业制度改革与创新重视不够。随着我国经济逐渐步入转型发展阶段，诸如邮

政电信和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部门的短板日益凸显，表现为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对民营或外资

的准入门槛较高，对外竞争开放还不够充分（夏杰长，2013）。特别是，部分地区或行业领域的服

务要素市场发展尚未完善，还存在过高的行政区划分割壁垒和过度的行政干预等潜在问题，由

此引发垄断经营项目较多、市场准入限制较多、项目审批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

服务企业在区位选址和空间布局时，可能会面临要素流动配置不畅、市场分割等阻碍报酬递增

效应的问题，进而对服务业集聚发展所依赖的劳动力市场“蓄水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外溢等

经济外部性构成消极影响（孔令池等，2016；余泳泽和潘妍，2019）。

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破除服务业发展的

体制机制约束和政策障碍，促进资源要素合理布局。特别是，通过鼓励服务领域技术创新、加

大资金支持力度以及完善价格标准收费等配套政策，全面推进服务业空间布局优化，培养主体

功能突出的服务业中心和集聚示范区，促进服务业企业或机构的集聚发展。在服务业综合改革

政策实施后，政府通过推进简政放权、精简审批事项等措施，致力于促进市场公平准入及要素

自由流动配置，逐步扫除服务业集聚发展中的“绊脚石”。从具体措施看，一方面，服务业综合

改革能强化试点地区财政资金对服务业领域的公共投入和财税政策支持，助力打造共性技术

服务平台和更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在高效协同、开放共享的产业创新生态圈中，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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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能更顺畅地在不同行业或企业间转移和溢出，并助力专业化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的构建

（Elliott，2005），推动当地服务业企业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服务技术含量。由此，良好的

创新创业环境有利于引导服务企业“用脚投票”，并逐步形成服务业特色化集聚发展格局。另一

方面，服务业综合改革有利于促进试点地区优化服务业标准体系、完善服务市场监管以及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等，为改善当地服务品质及服务消费体验效果、打造服务区域品牌和提升顾客忠

诚度构建了良好的制度保障体系。由此，这些服务业改革政策的落地将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吸

引更多的服务企业选址落户。

进一步地，为提升服务业空间布局质量及发挥现代服务业高端引领作用，我国服务业综合

改革政策中还明确要着力推动高端要素及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相对于生活服务业，金融服

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试点地区重点引进和发展的新兴产业方向，

能在地方配套改革方案中的准入审批、财税政策、金融支持、土地供应等方面获得优先支持。

此外，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高度依赖于要素成本等因素不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本地的契约

制度质量更为敏感。可见，当地制度变迁及其质量优劣将会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的选址决

策产生重要影响。而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善试点地区的契约制度质量，促使当

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更专注于生产契约密集型服务，并着力于提升服务产品的专业化水

平和技术含量。总而言之，服务业综合改革所释放的“改革红利”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地区外部经

济效应（Marshall，1920），强化区域产业集中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进而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选

址落户及其空间集聚发展形成巨大的吸引力。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地区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二）服务业综合改革影响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作用机制

服务业集聚发展通常镶嵌于特定的经济社会情境中，与当地知识技术禀赋和生产效率演

化密切相关（顾乃华和刘胜，2015），而企业技术革新或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均需要与之相匹配

的制度改革创新予以保障。服务业综合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破除服

务企业在技术提升或效率改善进程中的体制机制约束，并通过提升试点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及

其劳动生产率，帮助企业改善服务品质，提升市场绩效，进而形成良性循环的集聚发展格局。

一方面，服务业综合改革通过提高试点地区创新能力促进了服务业集聚发展（Meliciani和

Savona，2015；Ning等，2016）。一般而言，服务业部门往往具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创新性强

等特征，其集聚发展需要整合人才、技术、资金等多层次创新资源要素，并充分依托当地创新

生态体系的知识创造和外溢扩散等功能（Illeris和Philippe，1993）。在传统的服务业管理体制机

制下，部分服务业部门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市场化竞争程度不足，非国有资本的市场准入门槛

较高。这些既有的体制机制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和服务企业创新

活力，导致产业链中的知识外溢和资源优势互补效应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由此，服务业集聚发

展水平也受到了抑制。在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在技

术、人才、土地等要素配置上赋权改革或政策扶持，鼓励企业共享高质量劳动力池和中间产品

投入要素。这些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推动创新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并强化了知识溢

出和技术扩散转移效应，为吸引更多的服务企业在当地选址落户营造了技术创新配套环境

（Marshall，1920；Scott，1988；陈建军等，2009）。

另一方面，服务业综合改革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了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域制度环境及

其动态演化是决定服务业部门劳动力配置结构及其劳动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过去长期僵化

的体制机制不利于激发服务业提供者的积极性，致使劳动生产率较低。而服务业综合改革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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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激发或强化纯生产率效应（pure productivity effect）、鲍默效应（Baumol effect）和丹尼森效应

（Denison effect）（Nordhaus，2001），改善资本有机构成或技术进步，从而提升试点地区服务业劳

动生产率。具体来看，服务业综合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和环境营造，鼓励服务企业以教育培训、

薪酬激励和文化建设等方式提高员工素质技能和工作积极性，进而提升组织管理能力、人员配

置效率及劳动生产率。而上述人事治理和员工管理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服务业企

业在谈判协商、信息获取、合约执行等活动上的搜寻、信息和决策成本等（冯泰文，2009；刘胜和

陈秀英，2019），这反过来也能为持续改善企业服务质量和员工福利创造有利条件。可见，由劳

动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企业经营效益和劳动者待遇改善有助于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为吸

引服务企业入驻并形成集聚发展格局提供了人力资本配套保障（Hanson，2005；宣烨，2013；姜

长云，2018）。据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能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影响服务业集聚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当前双重差分模型在政策评估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该模型的主要思路是将政策冲击视为

准自然实验，通过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实现对政策影响的量化评估。

具体到本文，由于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选择并不一定是随机的，且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资

源禀赋存在差异，若直接开展双重差分研究可能会使得实证结果难以准确反映实际政策效果。

因此，本文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相结合，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试点地

区和非试点地区进行近似匹配，确保实验组与对照组满足随机性和同质性的前提假设，并进一

步对利用PSM法匹配得到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研究。为此，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seraggit = σ× treat× time+γ×Xit +αi+δt + ϵit (1)

式（1）中，seragg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服务业聚集度。treat为地区的虚拟变量，表示样本地区是

否为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若为试点地区，treat为1，否则为0。time为时期的虚拟变量，由于

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在2010年提出，设定2010年及之后的年份time为1，2010年之前的年份

time为0。核心变量交互项 treat×time表示某地区在某年是否实施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此

外，Xit是一组随时间变化的各地区的特征变量，α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δ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ϵit表

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服务业集聚程度（seraggit）。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是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实现

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表现。当前学界对服务业集聚度的衡量还未形成统一的指标，而鉴于区

位熵指数能客观反映产业地区集聚程度，且其原始数据可得性强，因而在学界得到广泛利用。

为此，借鉴Ellison等（2010）和张虎等（2017）的方法，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来衡量产业集聚程

度，并构建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集聚度变量，如式（2）所示：

seraggit =
List

Lit
/
Lst

Lt
(2)

式（2）中，seraggit为i地区第t年服务业在全国的区位熵指数，即服务业集聚度。List表示i地区

第 t年的服务业就业人数，Lit表示 i地区第 t年的总就业人数，Lst表示第 t年全国服务业就业人数，

Lt表示第t年的全国总就业人数。一般来说，seraggit数值越大，表明服务业第t年在第i个地区的空

间集聚特征就越明显。进一步地，服务业部门还涵盖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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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细分行业，有必要进一步精细考查务业综合改革对服务业内部细分部门集聚度的差异化影

响。为此，本文还构建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度（kibsaggit），以及金融业集聚度（ finaggit）、信

息计算机及软件服务业集聚度（ictaggit）、住宿餐饮服务业集聚度（hofoaggit）和居民服务业集聚

度（resiaggit）等细分行业集聚度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treat×time）。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明确提

出要引导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导向，在政策文本中也体现了服务业机制体制创新的内容。为

此，本文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的出台视为准自然实

验，以政策实验组虚拟变量（treat）与时间虚拟变量（time）的交互项来表示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地区设立（treat×time）这一事件，并评估其对我国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

3.其他变量。为避免遗漏变量造成估计偏差，在实证中纳入以下控制变量：（1）人力资本

（hucait）：以在校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地区人力资本优势能为服务企业

开展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人才供应保障，有利于吸引服务企业在该地区集聚发展（何永达，2015；

刘胜和申明浩，2018）。（2）经济发展状况（pgdprtit）：以人均GDP增长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

况。服务业集聚发展离不开当地的经济支撑，而经济较发达地区往往汇聚了较为充沛的劳动

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为服务业集聚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管驰明和高雅娜，2011）。（3）信息

化程度（inteit）：以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占当地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信息化程度。现代信息技术的

地区使用密度能降低服务提供和交易环节中的成本，并能扩大服务消费覆盖群体，为服务企业

集聚发展提供信息技术支撑。（4）市场化程度（privit）：以私营经济占比来衡量市场化程度或市

场活力。较深的市场化进程有助于强化市场需求潜力和提升规模经济效应，为促进服务企业集

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土壤和配套环境（孔令池等，2016）。

（三）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利用2004–2017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相关数据来源于2010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国家首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程

度及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文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汇报于表1。此外，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主要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各变量间的相关系

数均较小，远低于临界值，排除了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①

。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第一四分位数 第二四分位数 第三四分位数

seraggit 4 018 1.038 0.258 0.869 1.044 1.215

hucait 4 018 0.040 0.124 0.004 0.009 0.020

privit 4 018 0.451 0.134 0.356 0.449 0.544

pgdprtit 4 018 0.159 0.178 0.076 0.149 0.217

inteit 4 018 0.137 0.176 0.041 0.091 0.166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倾向得分匹配

由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优势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且试点地区的选择并

不一定是随机的，因此，即使没有发生政策的冲击，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之间的服务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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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差异。为了避免出现样本的选择性偏差等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等

（1997）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PSM）的方法，将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再进

行DID分析，以确保政策冲击所造成的不同结果具有可比性。

本文将2010年实施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的试点地区作为实验组，将非试点地区作为

对照组，选取人力资本（huca i t）、市场化程度（priv i t）、人均GDP增长率（pgdprt i t）、信息化水平

（ inte i t）等可观测变量作为匹配指标，根据Prob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并运用核匹配法（Kenel

Matching）来赋予权重，匹配得到29个实验组样本和225个对照组样本，共计254个样本地区，同

时剔除其余未配对成功的33个地区。

为保证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文通过平衡性检验对倾向得分匹配

的可靠性进行分析，表2为倾向得分匹配前后的平衡性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进行倾向得分匹

配前，人力资本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均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

组之间所有变量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大部分变量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小于20，大体上符合

Rosenbaum和Rubin（1983）提出的“匹配效果良好的标准偏差”的准则。上述结果表明，本文选择

核匹配法进行PSM的匹配效果较好，匹配后的地区样本在2010年具有相似的特征，表明实施国

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的概率接近，满足双重差分法对随机性和同质性的要求。

（二）双重差分分析

1. 平行趋势检验。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

研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服务业集聚发

展的影响效果，而平行趋势是运用双重差分模

型的重要前提条件（Bertrand等，2004），应排除

与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不相关的其他外生因素

或政策引起的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度的变化。

基于此，本文采用平行趋势检验法，画出2004–

2017年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度平

均值的趋势图（见图1），以此检验试点地区与非

试点地区在政策实施前的服务业聚集程度的变

化趋势是否一致。由图1可见，在竖虚线左侧，即在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服务业集聚度平均值保持基本一致的波动上升趋势；在政策实施后的几年间，实验组

的样本地区服务业集聚度平均值的总体增幅明显大于政策实施前，而对照组的增长趋势则没

表 2    平衡性检验

变量 匹配前后 实验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标准偏差 t值 P值

hucait 匹配前 0.048 0.012 150.2 11.29*** 0.000
匹配后 0.042 0.038 15.8 0.54 0.592

privit 匹配前 0.471 0.449 18.7 0.93 0.351

匹配后 0.463 0.518 −46.9 −1.55 0.126

pgdprtit 匹配前 0.100 0.117 −18.6 −1.06 0.291

匹配后 0.100 0.110 −9.6 −0.37 0.715

inteit 匹配前 0.386 0.103 56.9 5.91*** 0.000
匹配后 0.230 0.268 −7.5 −0.59 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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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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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变化。这一结果表明，通过PSM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同时，由图1

可初步推断：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能促进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且该政策的影响存在一定

的时滞性（唐荣和顾乃华，2018）。

2. 服务业综合改革对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效果。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成功匹

配的254个地区样本，采用基准回归模型评估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

响效果。同时，为了刻画该政策对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动态边际影响，探讨政策冲击是

否具有时滞性和持续性，本文参照Fan等（2012）的做法，引入各年的时间虚拟变量time（t），若年

份为t，则time（t）取1，若年份不为t，则time（t）为0，从而将基准回归公式（1）修改为式（3）：

seraggit =
∑
σ× treat× time (t)+γ×Xit +αi+δt + ϵit (3)

表3第（1）列报告了服务业综合改革对试点

地区服务业集聚度的平均处理效应，第（2）列报

告了该政策对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度的动态边

际影响效应。由表3可知，第（1）列交互项 treat×
time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服

务业综合改革政策能够显著地吸引服务企业在

试点地区选址落户，并促进服务业集聚程度的

提高；第（2）列交互项treat×time的系数在政策实

施后的前两年即2011年、2012年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但在随后的2013–2017年交互项的系数均

为正，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具

有时滞性。事实上，从认识问题到制定政策再到

具体实施，这一政策链条中会牵涉内部时滞、外

部时滞和复杂的博弈过程，只有在政策制定者

充分了解本地服务业经济运行规律并选择适宜

的政策介入时点和方式时，才可能会取得预期

的政策效果。最终的结果也证实了综合改革政

策实施能够持续推动试点地区塑造服务业空间

集聚发展布局，进而形成规模效应、集群优势，发挥产业生态循环效应。据此，研究假说H1得以

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市场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有利于充分激发市

场竞争活力、优化地区营商环境，进而促进服务业集聚发展。经济增长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可

能是由于样本期间内在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样本大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硬件建设和软件

配套亟待加强，加之在地方竞争和双重激励下，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速和“以地引资”下的“新城

扩张”等动机均会给当地服务业集聚集约发展带来负面影响（Xue等，2020）。此外，地区信息化

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在样本期间服务企业集聚受当地信息化水平和人

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还不明显，这与陈凯和吴丽（2012）、梁向东等（2013）的结论一致，因此，新阶

段亟需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各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为探讨服务业综合改革对服务业细分行业聚集度的差异化影响，本文还选取不同类型的

服务业部门进行分析。表4依次汇报了服务业综合改革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度（kibsaggit）、

表 3    服务业综合改革对试点地区服务业集
聚度的影响效果

变量
seraggit

（1） （2）

treat×time 0.064***（0.0113）

treat×time（2011） 0.013（0.0215）

treat×time（2012） 0.015（0.0212）

treat×time（2013） 0.095***（0.0217）

treat×time（2014） 0.075***（0.0219）

treat×time（2015） 0.092***（0.0216）

treat ×time（2016） 0.087***（0.0219）

treat×time（2017） 0.079***（0.0223）

hucait −0.035（0.0469） −0.036（0.0468）

privit 0.261***（0.0211） 0.260***（0.0211）

pgdprtit −0.055***（0.0110） −0.057***（0.0112）

inteit −0.005（0.0196） −0.003（0.0196）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观测量 3 335 3 335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下同。

86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1年第3期



金融业集聚度（ finaggit）、信息计算机及软件服务业集聚度（ ictaggit）、住宿餐饮服务业集聚度

（ hofoagg i t） 和 居 民 服 务 业 集 聚 度 （ resiagg i t） 的 影 响 结 果 。 由 表 4可 知 ， 第 （ 1） –（ 3） 列 交 互 项

treat×time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第（4）、（5）列交互项 treat×time的系数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尤其是对其内部主体行

业中的金融业、信息计算机及软件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住宿餐饮服

务、居民服务等非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在我国服务业综合

改革试点实践中存在鼓励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研究假说

H1得到进一步验证。

3.稳健性检验。为了降低DID模型的估计偏误，保证前述实证结果具备有效性和稳健性，本

文通过引入多期DID方法、改变观测时期、随机抽取实验组等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1）构造多期DID模型分析
①

。考虑到2010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的通知》这一国家层面指导政策出台后，

各 地 区 也 配 套 出 台 了 各 自 的 试 点 改 革 具 体 举

措，且时点不一。鉴于此，本文以各地区出台配

套政策措施的时间作为改革时点的依据，进行

多期DID分析以作为稳健性检验（见表5）。表5

显示，多期DID的实证结果与基准回归相近，表

明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能够显著影响服务业集

聚发展的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2）改变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观测时期。鉴于

不同样本观测时期潜在的不可观测变量可能会

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借鉴何靖（2016）等的方

法，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观测时期分别更换为

2005–2017年、2006–2016年、2007–2015年，再使用上述PSM-DID的方法，根据式（1）分别估计服务

业综合改革政策对服务业集聚度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见表6）。结果发现，无论在哪个时间

段，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对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不会因观

测时期的变动而发生根本改变，也印证了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4    服务业综合改革对试点地区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度的影响效果

变量
kibsaggit finaggit ictaggit hofoaggit resiaggit

（1） （2） （3） （4） （5）

treat×time 0.063***（0.016） 0.092***（0.025） 0.172***（0.032） −0.063（0.059） −0.016（0.092）

hucait 0.021（0.068） −0.077（0.102） 0.076（0.133） 0.172（0.243） 1.188***（0.383）

privit 0.359***（0.031） 0.799***（0.046） 0.267***（0.060） −0.973***（0.109） −1.959***（0.172）

pgdprtit −0.060***（0.016） −0.118***（0.024） −0.102***（0.031） −0.009（0.057） −0.074（0.090）

inteit −0.022（0.028） −0.0001（0.043） 0.007（0.055） −0.180*（0.101） 0.169（0.159）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观测量 3 335 3 335 3 335 3 335 3 335

表 5    以各地区后续政策文件为政策冲击的
实证结果

变量
seraggit

（1） （2）

treat×time 0.064***（0.0112）

treat×time（0） 0.018（0.0208）

treat×time（1） 0.024（0.0206）

treat×time（2） 0.049**（0.0206）

treat×time（3） 0.076***（0.0209）

treat×time（4） 0.070***（0.0210）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样本观测量 3 335 3 335

　　注：treat×time（t）表示政策实施后的第t年。

第 3 期 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的效果评估 87

①感谢审稿专家对多期DID检验思路的建设性建议。



（3）构造多期安慰剂检验：随机抽取实验组。考虑到遗漏“地区-时间”层面的变量可能会导

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本文借鉴La Ferrara等（2012）和Cai等（2016）的方法，使用反事实检验法，

在样本中随机抽取服务业综合改革的试点地区。由于通过PSM法匹配后，本文的地区样本共计

254个，包含29个试点地区和225个非试点地区，故随机抽取实验组的具体做法为：在PSM匹配

得到的254个样本里随机抽取29个样本为“伪试点地区”，把未被抽到的样本地区视作对照组。

由此，构建安慰剂检验的虚拟变量treat（fake）及交互项treat（fake）×time。因实验组“伪试点地区”
为随机抽取得到，故交互项 treat（ fake）×time不会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换言之，若交互项估

计系数不显著偏离零点，说明DID模型没有出现偏误。若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偏离零点，则说

明DID模型可能遗漏了重要的“地区-时间”层面的变量。

由于随机抽取存在偶然性，小概率事件可

能会造成安慰剂检验结果存在偏误，为使安慰

剂检验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本文重复100次上

述安慰剂检验。图2展现了100次安慰剂检验回

归所得到的P值和估计系数的核估计密度曲线，

图2中虚线表示服务业综合改革对服务业集聚

度影响的实际估计系数。由图2可见，安慰剂检

验的大部分P值大于0.1，交互项回归系数均值

接近于0（回归系数均值为0.004），即安慰剂检验

结果大部分不显著且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著偏

离原点，虚线表示的实际估计系数可视为异常

值。综上所述，实证模型没有因为遗漏“地区-时

间”层面的变量而出现估计偏误，说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三）区域异质性影响效应检验

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顾

乃华和刘胜，2015），由此，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可能会呈现空间异质

性。为识别这种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性，本文将样本地区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和中西

部地区，并进一步检验政策冲击的空间异质性（见表7）。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

区的交互项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且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效应要强于中西部地

区，而东北地区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这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存

在空间异质性，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更能显著推动地区服务业

表 6    稳健性检验（改变观测时期）

变量
seraggit

2005−2017年 2006−2016年 2007−2015年

treat×time 0.059***（0.012） 0.048***（0.013） 0.035**（0.015）

hucait −0.044（0.047） −0.036（0.046） −0.038（0.046）

privit 0.272***（0.022） 0.271***（0.025） 0.284***（0.028）

pgdprtit −0.052***（0.011） −0.067***（0.014） −0.061***（0.014）

inteit 0.0004（0.020） 0.009（0.024） 0.014（0.027）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观测量 3 094 2 606 2 121

P
值

1

0

−0.050 −0.025 0 0.025 0.050

估计系数

估计系数核密度曲线

P值

 
图 2    随机抽取实验组的估计系数核密度曲

线及P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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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发展，且东南沿海地区的政策效果优于中西部地区，而在东北地区该政策对服务业集聚发

展没有显著影响。出现上述政策效果地区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服务企业聚集发展嵌套在每个

地区特定的经济社会情境之中，包括当地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水平、企业家精神、市场需

求潜力和创新竞争环境等（蒋三庚，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时

间较早，产业链配套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要相对优于其他地区，吸引了大批专业性人才和资本

等高端要素聚集，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相对于东

部沿海地区，虽然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得益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优惠

政策，以及随着东部沿海省份的产业转移和人力资本回流，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取得较快发

展，为服务业集聚发展提供了日趋完善的条件。而东北地区受到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何永

达，2015）、国有经济占比偏高而市场化程度不足、“抢人大战”下人才外流以及地区人口老龄化

（戚伟等，2017）等诸多因素的束缚，导致政策实施效果不尽理想。由此，在新发展阶段下亟需启

动新一轮服务业精准改革和帮扶配套措施。

（四）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检验了服务业综合改革对服务业集聚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那么，其通过何种机制发

挥作用？既有理论研究表明，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知识吸收转化和成本利润权

衡等，而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区知识创新能力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王雪瑞，

2014）。为进一步探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作用机制，参考Baron和

Kenny（1986）、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做法，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seraggit = c× treat× time+ ϵ1 (4)

Mit = a× treat× time+ ϵ2 (5)
seraggit = c′× treat× time+b×Mit + ϵ3 (6)

其中，若系数a、b、c均显著不为0，表明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地，若系数c'显著不为0，则表示该

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否则为完全中介效应。Mit表示中介变量，借鉴Guan等（2009）、冯泰

文（2009）、王静和张西征（2012）、Zhang等（2019）的方法，构建如下变量：（1）地区创新能力

（innoit），采用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来衡量。由于知识具有外溢性和互补性，当试点地区大量汇

聚了富有创新活力的新兴服务企业时，会激励潜在进入服务企业为享有当地知识外溢效应而

选择在试点地区落户，并逐渐提升当地服务业集聚程度。（2）地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slpit），以

单位劳动在单位时间内提供服务的增加值来表示。一般认为，单位劳动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服

务增加值越大，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服务企业技术

进步和管理效率改进的综合表现，其有利于服务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经营效益，激励企业增

表 7    区分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

变量
seraggit

东部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treat×time 0.114***（0.022） 0.040***（0.014） 0.007（0.024）

hucait 0.005（0.121） −0.005（0.052） −0.107（0.189）

privit 0.568***（0.042） 0.147***（0.026） 0.041（0.053）

pgdprtit −0.041**（0.016） −0.034**（0.017） −0.001（0.043）

inteit 0.028（0.025） 0.073*（0.038） 0.019（0.076）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观测量 1 060 1892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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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更多专业人才或知识资本的配套投资，进而吸引更多服务企业前来落户并形成区域集聚格局。

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Zhao等（2010）、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检验流程，结合自举法

（Bootstrap）检验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作用机制（见表8）。在逐步

回归中，试点地区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机制的检验方程系数a、c'显著，而系数b不显著。

根 据 “ 新 的 中 介 效 应 检 验 流 程 ” ， 需 要 进 一 步 采 用 Bootstrap法 验 证 中 介 效 应 是 否 存 在 。 而

Bootstrap检验结果表明，试点地区创新能力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间接效应系数均为正，且分

别通过5%和1%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间接效应显著。同时，由于c'显著且ab与c'  符号一

致，说明以上两个机制的中介效应均为部分中介效应。综上所述，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地区创新能力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

由此，研究假说H2得到验证。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内容，也是近年来我国服务业

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政策目标。基于此，如何客观评估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服务业集聚

发 展 的 实 际 效 果 并 精 准 施 策 值 得 关 注 。 为 此 ， 本 文 采 用 倾 向 得 分 匹 配 双 重 差 分 模 型 (PSM-

DID)等方法，实证考查了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并使

用改变观测时期、随机抽取实验组等安慰剂方法开展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服务

业综合改革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服务业集聚发展，尤其是对促进金融业、信息计算机及软

件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效果更明显，并且前述政策效应存在一定的时滞性

和持续性。第二，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沿

海地区的政策效果最优，中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则不太理想，这可能与所处地区的要素禀

赋和市场环境有关。后续应谨防政策“漏斗”效应和地区-行业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问题，

注重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政策有利于通过强化地

区创新能力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来增强服务企业选址的激励和动力，进而推动地区服务业形成

集聚发展格局。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高水平推进新一

轮服务业综合改革。尽管前期政策试点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试点过程中存在政策落实的时滞

性。为此，应首先保持政策定力和政策持续性，解决好政策运行过程中新旧政策衔接和利益整

合等问题，不可急于求成。此外，政策落实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以及地区-行业维度的“结构

性”失衡等“硬骨头”问题，尤其是在东北地区与生活服务业领域政策效果不突出。为此，在下一

表 8    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对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创新能力（innoit） 劳动生产率（slpit）

innoit seraggit slpit seraggit

treat×time 0.2196***（0.012） 0.0363***（0.011） 0.6479***（0.046） 0.0417***（0.010）

innoit 0.0268（0.017） — —

slpit — — 0.0006（0.004）

Bootstrap检验间接效应 innoit slpit

0.0249** 0.0170***

Bootstrap检验直接效应 treat×time treat×time

0.2210*** 0.2290***

控制变量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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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应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国企混改、创新服务业人才体制机制等创新措施，重点攻克

东北地区、生活服务业行业等地区和领域，全面构建持续衔接、布局优化、行业协调的现代服

务业新体系。具体来说，健全服务业改革政策跨区域、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突破市场准入、税

收优惠、财政扶持、要素供给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准

入负面清单、建设市场化法治化环境等措施，在服务业主体培育、品牌建设、标准提升、跨界融

合和等方面发力。深化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要素市场改革，扩大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外

资准入，促进“新基建”与现代生活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充分释放生活服务业尤其是新业态、新

模式、新产业的潜力。第二，坚持多方协同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本文发现，地区市场化进程对

改革政策成效的助推作用是明显可见的，应明确市场和政府在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和服务业空

间布局演化中的角色定位，谨防出现需求端(价格)市场化而供应端垄断化的“伪市场化”改革

（李勇坚，2018）。着力打破国内外服务市场分割和不同地区间的行政区划壁垒，促进服务要素

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同时应适度降低金融保险、电信邮政、铁路民航等垄断程度较高的服务

业部门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和引导多元化资本进入，强化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竞争机制在服

务业资源配置和市场发展中的作用，建立起充分竞争、开放有序、高效运作的服务业市场。第

三，因地制宜选择和深化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方案。改革措施的制定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经济理

论或简单地“一刀切”，而应立足不同地区服务业发展的阶段特点和经济社会主体的差异化需

求，根据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特色，务实高效地推进服务业改革制度创新。发达地区应将

服务业改革与现代城市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服务质量和品质升级。此外，对标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的国际前沿标准，充分利用先行先试赋权和对外开放压力测试，全面推动现代服务

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西部地区应补齐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积极发展本地产业转型

升级所需的传统服务业及新兴服务业，在承接转移产业中不断完善当地的服务配套政策，丰富

社会人文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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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Policies of
Service Sectors: Enlightenment of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Liu Sheng1,  Xu Rongxin2,  Chen Xiuying3

( 1. Institute of Studies for the Great Bay Are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06,China; 2.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Taipa, 999078,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dong Guangzhou 510521,China )

Summary:  Nowaday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sectors  is  still

plagued by the lag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t is urgent to speed up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olicy  system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timulate  the  new  vitality  of  service  sector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this  paper  solves  the  problem  of

selectivity bias and endogeneity through the PSM-DID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pilot  policy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on the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of  service  sectors.  We

fi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service  sector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of  service  sectors  in  pilot  areas.  This  conclusion  is  valid  after  using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chang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and randomly select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policy  effect  shows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The  policy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samples of eastern regions and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sectors, but it is not

obvious  in  the  samples  of  northeastern  regions  and  the  life  service  sectors.  Furthermore,  the

mediation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effect  is  achieved  by  strengthening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t

is fundamental to promote the pilot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service sectors by relaxing market

access,  clearing  up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and  building  an  efficient  collaborative  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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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Furthermore,  to  integrate  the  reform  policie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optimiz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to  adapt  to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improve  th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centive system of service sectors is essential. In general,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measures is needed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sectors.

Key words: pilot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service sectors;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of

service sectors;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PSM-DID method
（责任编辑：王西民）

 

(上接第31页)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different regions by using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so as to judge

whether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help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o  achieve  catch-up  growth  or

further widen the gap betwee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developed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ly，on the whole，digital economy can break the space limitation，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cale  economy  effect，reduce  the  average  production  cost，and  then  provide  power  for

economic  growth.  Secondly，digital  economy  has  a  nonlinear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ed  regions.  After  the  treatment  of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the  robustness  test，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Therefore，digital economy is not conducive for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o

achieve  catch-up  growth，and  even  the  gap  betwee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developed

regions  is  growing.  Third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omposition，regions  with  higher

secondary industry development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grated market” advantage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o expand the market scale and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industry  by  taking  the  preemption  advantage.  Th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have  no  relative  advantage，so  it  is  difficult  to  benefit  from  the “integrated  market”.

Digital economy not only promotes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regions with higher tertiary industry

development，but  also  promotes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regions  with  lower  tertiary  industry

development，and  it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regions

with higher tertiary industry development. Finally，China’s regional digital divide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but also in the digital  use gap and capacity gap，which is  more

obvious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regions with higher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also stronger.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anel threshold model; late-mover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
（责任编辑：王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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